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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尺度方差、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地理加权回归对 1990-2010年广东省区

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时空动态分析。① 尺度方差研究表明，在3个尺

度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县级尺度对整个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最大，因此是空间溢出效应研

究的核心尺度；② 核密度估计研究表明，1990-2010年间县域人均GDP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2000-2010年相比于 1990-2000年人均GDP差距幅度更大，使得空间溢出更为明显；③ 空间马

尔科夫链研究表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若以较富裕地区为邻，受到的

溢出效应是正向的，县域经济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加，向下转移的概率减小，反之亦然。④ 空间

滞后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研究表明，全球化、简政放权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广东省空间溢出效应的

三个核心驱动因素；市场化、城镇化水平和储蓄水平是辅助理解其空间溢出效应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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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并不孤立，增长靠的不仅仅
是内在因素，而越来越受到周围地区的影响，且与周边地理环境存在着很大关系[1-2]。世
界经济一体化在地区上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在一个宏观的经济体系中，每一个地区
都在依据本身与周围区域的关联来调整区域发展战略，以便在区域合作中拥有更多的主
动权[2]。伴随着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寻求区域间合作是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的主流趋势。

新古典经济理论作为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关注的是区域比较优势，注重的是区域
自身发展的固有属性。然而在新的区域发展背景下，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区域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新特征——溢出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促使区域自身发展内在因素以外
的经济外在性被称为溢出，区域增长溢出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现象，对区域经济
共同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2]。关于国内
外溢出效应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环境溢出、知识溢出和增长溢出等，然而对于区域经
济增长溢出而言，环境溢出和知识溢出可视作是它的影响因子，而区域增长溢出效应在
区域发展中表现出两面性——正溢出和负溢出[3-10]。在区域增长溢出研究方面，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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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区域差异增长理论、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等[1, 11-16]；
研究尺度主要涉及全球、国家、区域、省（州）、市域等，其中，省级尺度是主流趋势，
并逐步趋小化 [12, 17-18]；研究视角主要有全球贸易与合作分工、区域整合、经济一体化
等 [2, 19]；学科视角以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区域经济学和多学科综合为主[17-19]；研究方
法主要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法、GIS分析方法、空间计量经济法和马尔科
夫矩阵法，空间计量方法逐步成为主流研究方法[20-21]；其研究重点主要涉及经济（GDP）
溢出、FDI溢出、R&D溢出、房地产价格溢出、溢出关联和溢出机制机理等，并在多学
科综合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8-13, 22-24]。上述研究对于认识和理解区域增长溢出效应提供
了有益的分析途径。总体上，当前研究在数据的动态性和异质性处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
陷，不能形象的揭示区域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本质上区域增长溢出体现在区域间的相
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21]。区域增长差异是非均衡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区域发展中的热点
命题。学者们用多种空间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不同时空尺度的中国区域发展不平
衡性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程度、趋势、模式、影响机制和区域发展政策等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普遍一致的结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区和地市间区
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逐步加剧[25-34]。广东省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试验田和发
展引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域之一，珠三角及其外围固有的“核心-边缘”结构的
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但目前有关广东省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对21世纪以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及其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
却少有研究，且缺乏经济空间的自相关回归必然会导致一些偏差[35-40]。伴随着技术方法的
革新，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试图借助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广东省区域经济空间
溢出效应，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广东省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及溢出效应的
驱动机制。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广东省88个县区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分
析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时空动态演化；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GWR空间计量经济
模型来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该研究旨在通过空间马尔科夫链和地理加权
回归等方法体系，试图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寻求新的发现（如空间溢出效应、考虑到空间
作用的多维驱动因素），该方法强调了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周边发展状况对其自身发展的
重要性，为进一步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和加强区域合作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理论
和实践支撑。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以珠三角为龙头，带动广东社会经济

迈向新的台阶，使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伴随着广东省经济的迅猛发
展，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也日益突出。
本文基于GIS 空间分析方法，以广东省2010年88个县域（包括21个省辖市区和67个县
区）为研究单元（同时参考《广东省统计年鉴 2010》对广东区域的划分和相关研究成
果[39-40]，广东省又可以划分为4个地区，分别是珠三角地区、粤东地区、粤北地区和粤西
地区）（图1），以1990-2010年县域人均GDP数据来表示对应年份的县域经济发展规模，
旨在探讨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揭示了其潜在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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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 《广东统计年鉴》（1991-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0-
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2011） 和广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市、
县、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同时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处理：① 考虑到行
政区划调整，以2010年为基准调整了部分年份的行政区划，部分年份缺失资料按平均增
长率推算得到，以统一县级尺度单元和其属性数据的一致性；② 部分县级数据根据增长
率推算获取；③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同时结合广东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广东88个县
域历年全省人均 GDP 平均值划分为 4 个类型：低水平 （人均 GDP 低于全省平均的
57.4%）；中低水平（人均 GDP 位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57.5%~79.6%）；中高水平（人均
GDP界于79.7%~103.6%）；高水平（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03.7%）。
2.2 基于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区域空间溢出效应

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是一种具有马尔科夫性质的马尔可夫分析方法，其在时间和状态
上都是离散的，当转移达到稳定时，其当年转移概率与初始年份无关[21]。首先将人均
GDP划分为K种类型，之后计算各个类型所占区域类型的概率及未来时间内概率的时空
动态变化，其计算演绎突出了区域发展的足迹。一般，建立一个向量用于存储 t年份的
1×K种类型的人均GDP转移概率，然后结合所有类型可以形成一个K×K的转移矩阵M [35, 41]。
转移概率mijt表示一个空间单元的人均GDP在 t年份属于 i类型在 t+1年份转变为 j类型的
概率[21]。

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是传统的马尔科夫方法与空间自相关或空间滞后这一概念相结
合的产物[42]。以初始年份人均GDP类型的空间滞后为条件，将传统的人均GDP转移概率
矩阵分解为K个K×K马尔科夫概率矩阵。元素mijt （k）在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中表示
在 t+1年份人均GDP类型转移概率是以 t年份人均GDP类型为滞后条件计算的。空间马

图1 广东区位与分区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and regional divisions of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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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科夫转移矩阵可用于分析在不同地理背景条件下，一个空间单元类型向上或向下转移
的概率。同理，还可以分析其它地理背景对空间单元类型转移产生的影响[43]。

比较这两个矩阵中的对应元素，可以得出一个空间单元类型转移的概率大小与周围
空间单元之间的关系，以探讨以不同地理背景为条件下的空间单元转移之间溢出效应
（正或负） [21]。换言之，如果地理背景对空间单元类型转移没影响，则所有元素都相等[35]。
2.3 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

地理加权回归被广泛的应用到空间数据分析中，因其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统计推
断方法。通常，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常常用一个方程来捕捉所有数据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
的显著性关系而被广泛应用，然而这种关系被假定不因空间位置关系而变化，不能捕捉
空间数据的非平稳性，进而可能隐藏了局部重要的变量间关系 [41]。虽然地理加权回归的
模型和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相似，但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允许回归参数随着地理空间的变化
而变化，其表达式如下[45]：

ln yi = βi0 + βi1xi1 +⋯ + βik xik +⋯βi5xi5 + εi （1）

式中：i表示广东省88个县域；yi表示第 i个县域的人均GDP；xik （k = 1, 2, …, 6）表示6
个自变量，分别包括全球化（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化（非国有企业经济）、简政放权
（地方预算支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率（城镇化水平）和储蓄水平（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βik是回归参数；εi是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参数的局域化，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引入空间自相关概念。根据地理学第一定
律“任何事物都相关，只是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对于特定县域变量距离近的重要性
大于距离远的。所以引入权重矩阵来表示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特定权重有Gauss权函数
确定，具体模型公式如下[46]：


βi =(X TW I X )-1X TWi y （2）

式中：T是转置矩阵；Wi为对角权重矩阵。
地理加权回归在传统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自相关，在探讨影响区域发展的

驱动因素上能够很好的反映变量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同时地理加权回归则能够捕捉空间
数据的非平稳性，分析结果能全面反映空间数据的真实特征，以便更好地揭示潜在的驱
动因素。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区域经济溢出的空间尺度贡献份额分析
在探讨区域发展空间溢出效应之前，本文首先通过尺度方差来选择哪个尺度能更好

的反映区域发展差异的真实情况。尺度方差是衡量尺度效应的一种方法，常用于测度不
同空间尺度对研究内容的影响，尺度方差可以分析由于尺度变化对整体研究贡献的相对
大小，所以常用于识别适宜尺度[38]。本文选取3级空间尺度进行尺度方差分析，结果（图
2）表明，在 1990-2010年期间，县级尺度方差最大，地级次之，区级最小；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同时借助相关研究成果[38]，本文进一步对尺度方差进行分解，结果表
明：在3个尺度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县级尺度对整个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最大，贡献
份额占到总体的70%以上，地级尺度始终维持在25%左右，区级尺度的比例低于总体的
5%，可以看出，县级尺度是总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尺度。通
过尺度方差及其分解表明，在探索区域空间溢出研究时，县级尺度是适宜尺度，因为县
级尺度对总体区域发展差异的贡献份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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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空间溢出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现象，对区域经

济共同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区域
空间溢出也具有两面性。发生区域空间溢出的单元之间必然存在梯度，梯度越大，溢出
效应也就相应的越明显。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差异这一现象已普遍存在，分析
区域差异梯度的变化，将会为分析区域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支撑。所以
在分析溢出效应之前，有必要探讨广东的区域差异变化。在县域尺度上，本文选择1990
年、2000年和2010年3个年份进行核密度估计，以关注其变动趋势。所采用数据为标准
化的相应年份各县域人均GDP值。图3为各县域人均GDP相对值在3个年份上的核密度
估计图。由图3可知，1990-2010年间，相对人均GDP呈偏态分布的总体趋势基本不变，
但在峰值上有所下降。2000年相比于1990年，密度分布整体向左移动，移动幅度不大；
2010年相比于 2000年，密度分布进一步向左移动，移动幅度较大。这说明，1990-2010
年县域人均GDP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2000-2010年相比于1990-2000年人均GDP差距幅
度更大，说明梯度差异也越大。同时也可以看出，2010年相比于 2000和 1990年，核密
度区间（0.8~1.0）最多的县区，其相对人均GDP变的更低，表明近20年来广东省区域发
展的分化趋势更加严重，中低发展水平的县区相对更加“落后”。从核密度曲线的尾部变
化来看，高水平地区的差异也在缩小，相对人均GDP分布区间更加集聚。核密度 0~0.2
的高值区间，其相对人均GDP区间由 1990年的 1.5~6.0缩小至 2010年的 1.5~4.8。总体
上，1990年以来呈现出中低水平地区
持续相对落后，高水平地区集聚分化
的趋势。

结合区域宏观背景和区域发展政
策 （2000s 加入 WTO），本文将广东
省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
段：1990-2000年和2001-2010年。表
1是广东省县域人均GDP类型的马尔
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对角线和对角线
两侧上的元素分别代表县域类型没有
发生转变和发生转变的概率。从表 1
可以看出，① 对角线上的元素远高
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对角线上的元
素最大为 0.983，最小为 0.826，这说

图2 1990-2010年广东不同尺度水平的尺度方差
Fig. 2 Scale variances of three spatial scal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1990-2010

图3 广东县域相对人均GDP的核密度估计

(1990、2000、2010)
Fig. 3 Kernel densities of relative per capita GDP at county level

in Guangdong, 1990, 2000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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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县域类型在研究时期内不发生转变的最小概率为82.6%，表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县
域类型通常很难发生转变；② 不同县域类型之间的转移可能性很小，非对角线上的元素
最大为0.124，说明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县域如果在初期属于类型k，在随后年份中县域
类型发生转变的最大可能性为12.4%。还可以看出，县域类型即使发生转变也是发生在
相邻两类型之间，县域类型转变的跨越式发展很难存在（非对角线两侧的转移概率为
0），同时说明，县域类型的转移是渐进的、平滑的，而非跳跃式的。③ 广东省县域经济
存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马太效应”，初始年份属于高水平县域类型的，在未来年份县
域类型保持高水平类型的概率至少为96.6%，而向下转移的概率仅为3.4%，说明了经济
发达地区存在集聚现象；而初始年份属于低水平县域类型的，在未来年份保持该类型的
概率至少为87%，而向上转移的概率最大仅为13%，说明了经济贫困地区可能陷入“贫困陷
阱”[21]，综合从这两方面来看，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区域趋同趋势。④ 总的来看，
第一个阶段（2000-2010年）类型上升的概率为 23.8%，而下降的概率为 19.4%。第二个
阶段（2011-2020）上升的概率为10%，但下降的概率为22.7%。说明第二阶段相比于第
一阶段，区域发展溢出效应的方向是负面的多于正面的。

为了检验广东省县域人均GDP类型转移是否具有显著性统计，本文采用似然比统计
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原假设是转移具有平稳性，具体模型如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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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中：k为人均GDP类型；mij是总体转移概率；mij （t）和nij （t）是分别表示两个阶段的
转移概率；Sa服从自由度为k（k-1）的卡方分布。

由公式（3）可知，基于p = 0.01显著性，Sa = 21.863>χ2 （6）= 16.812，其中对自由
度进行剔除转移概率为 0的元素，自由度变为 6。所以我们拒绝原假设广东省县域人均
GDP类型转移是平稳的，其转移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

区域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并不孤立，增长靠的不仅仅是内在因素，而是越来越受

表1 1990-2010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Tab. 1 Non-spatial Markov-chain transitional matrices for GDP per capita at county level, 1990-2010

1990-2010

P

L

D

R

1990-2000

P

L

D

R

2001-2010

P

L

D

R

n

428

441

433

431

200

281

257

251

228

160

176

180

P(≤57.4%)

0.943

0.106

0.000

0.000

0.870

0.084

0.000

0.000

0.957

0.124

0.000

0.000

L(57.5%~79.6%)

0.057

0.841

0.082

0.000

0.130

0.855

0.078

0.000

0.043

0.826

0.080

0.000

D(79.7%~103.7%)

0.000

0.053

0.881

0.034

0.000

0.061

0.875

0.032

0.000

0.050

0.903

0.017

R(≥103.8%)

0.000

0.000

0.037

0.966

0.000

0.000

0.047

0. 968

0.000

0.000

0.017

0.983

注：P：低水平县单元；L：中低水平县单元；D：中高水平县单元；R：高水平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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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围地区的影响，与周边地理环境存在着很大关系[21]。同时县域类型转移也与周围的
县域单元和区域环境存在密切的关联。图 4是广东省县域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图5是基于周围县域单元转移下的县域类型转移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1990-2000年
间县域自身和周围县域单元类型同时向下转移的县域大部分分布在粤北和粤东，而县域
自身或周围县域单元至少有一方向上转移的县域基本都分布在珠三角和粤东；在 2001-
2010年间，县域自身或周围县域单元同时向上转移集中分布在粤北，向下转移的主要分
布在粤东。这说明了不同时期县域单体的发展相对速度是不同，县域类型的转移在靠自
身发展的同时，也受周围地区和区域宏观背景的影响[21]。

不同区域背景在县域类型转移中的作用也有所差别。通过对比表2和表1可以发现不
同区域背景在县域类型转移中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换而言之，如果区域背景在县域
类型转移中不重要，那么表2中同一背景下转移概率分别相等，等于相同时段的表1中的
概率。对比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通常，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若
以较富裕地区为邻，受到的溢出效应是正向的，县域经济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加，向下转
移的概率减小；同理，以较低水平的县域为邻，其县域类型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将减小，
向下转移的可能性将增加。例如，在1990-2000年期间，一个低水平县域向上转移的概率
平均为 0.13 （表 1），当以较发达和发达地区为邻时，概率增至到 0.158和 0.173 （表 2），

图4 1990-2010年广东省县域人均GDP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 4 Spatial patterns of GDP per capita class transitions at county level in Guangdong, 1990-2010

图5 1990-2010年广东省县域人均GDP类型转移及邻居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s of GDP per capita class transitions of regions and neighbors at county level in Guangdong, 19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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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低水平县域为邻时降到0.072（表2）；在2001-2010年间，一个高水平县域向下转移
的可能性为 0.017 （表 1），而以高水平县域为邻时，向下转移的可能性降到 0.008 （表
2）。说明一个县域如果以低水平县域为邻，其受到的溢出效应可能为负，其经济增长也
会受到影响。其次，一个落后县域与周边落后县域为邻时，其仍然处于落后类型的可能
性在两个阶段分别为0.928和0.976（表2），均高于对应时期不考虑周围县域转移情况时
的 0.870和0.967（表1）；而对于一个富裕县域而言，如果以富裕县域为邻，其仍处于该
类型的概率在两个阶段分别为 0.993和 0.992 （表 2），均大于同期平均条件下的 0.968和
0.983（表1）。说明了以高水平县域为邻，则可以有效的提高该县域向上转移的概率，减
少其向下转移的可能性。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为“马太效应”的存在提供了一定
的现实基础 [21]。同时可以看出区域背景溢出效应方向的重要性，如果溢出效应方向为
正，则有利于其周围邻居的经济发展，促进周围邻居的人均GDP类型向上转移；相反，
如果溢出方向为负，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周围邻居的经济发展，在某方面可能降低
了其周围邻居的人均GDP的相对发展速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种影响
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但为了检验这种溢出效应是否有显著性统计，原假设
为区域类型转移是无关联的，与周围空间环境无关，具体检验模型如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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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j （1）和 nij （1）是滞后类型为（1）条件的转移概率和县域个数；k为区域类
型；Sb服从自由度为k（k-1） 2的卡方分布。

由公式（4）可得，基于 p = 0.01的显著性下，Sa = 55.624>χ2 （30） = 50.892，对自
由度进行调整后，自由度变为30。所以我们拒绝原假设广东省县域人均GDP类型转移是

表2 1990-2010年广东省县域人均GDP类型的空间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Tab. 2 Spatial Markov-chain transition matrix for GDP per capita at county level in Guangdong, 1990-2010

1990-2000

P

L

D

R

P

L

D

R

P

L

D

R

P

L

D

R

P

L

D

R

n

58

20

12

5

82

109

87

41

54

137

90

52

6

15

68

153

P

0.928

0.180

0.000

0.000

0.842

0.112

0.000

0.000

0.827

0.053

0.000

0.000

1.000

0.067

0.000

0.000

L

0.072

0.785

0.083

0.000

0.158

0.854

0.044

0.000

0.173

0.891

0.100

0.000

0.000

0.863

0.051

0.000

D

0.000

0.035

0.917

0.000

0.000

0.034

0.893

0.036

0.000

0.056

0.867

0.044

0.000

0.067

0.915

0.007

R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63

0.964

0.000

0.000

0.033

0.956

0.000

0.000

0.034

0.993

2001-2010

n

176

27

34

6

33

97

24

16

15

30

107

37

4

6

11

121

P

0.976

0.176

0.000

0.000

0.944

0.093

0.000

0.000

0.867

0.099

0.000

0.000

0.750

0.167

0.000

0.000

L

0.024

0.769

0.056

0.000

0.056

0.876

0.042

0.000

0.133

0.866

0.103

0.000

0.250

0.833

0.000

0.000

D

0.000

0.055

0.871

0.000

0.000

0.031

0.917

0.063

0.000

0.005

0.889

0.027

0.000

0.000

0.909

0.008

R

0.000

0.000

0.073

1.000

0.000

0.000

0.041

0.937

0.000

0.000

0.018

0.973

0.000

0.000

0.091

0.992

注：P：低水平县单元；L：中低水平县单元；D：中高水平县单元；R：高水平县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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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联的，其转移类型与周围空间环境存在显著性关联，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靠的也是
区域之间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关联机制。

区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动
力。传统的马尔科夫链方法，在假设县域之间是孤立的同时，也就忽视了区域背景在县
域类型动态转移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21]。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通过引入空间
自相关的概念解决了空间单元之间的邻域关系，从而为定量分析地理环境对区域发展产
生的溢出效应提高了理论和现实基础[21]。空间马尔科夫链研究表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
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广东省存在区域趋同溢出效应，然而溢出
过程在空间上不独立，若以较富裕地区为邻，受到的溢出效应是正向的，县域经济类型
向上转移的概率增加，向下转移的概率减小，反之亦然[21]。
3.3 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驱动因素分析

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源和趋势，必须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驱动因素。经验表
明，回归分析是分析区域差异影响机制最有效的分析方法之一。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OLS）是基本分析方法，但缺乏后续的分析过程，在此基础上地理加权回归弥补了这一
点，可以做出后续的预测分析[41]。广东区域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稳定发展，所
以恰当选择1996年和2010年作为对比年份，一是因为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二是
便于时空比较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是一种相对简单而又有效的探测空间非平稳性的新方法，属于局
域空间分析模型，它允许不同的地理空间存在不同的空间关系，其结果是局域而不是全
域的参数估计，因此能够探测到空间数据的空间非平稳性。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发
现并不是所有的机制因素对区域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41]。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比较了一
系列的回归分析，以求能更好的揭示区域发展的机制因素。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表明[35-37]，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全球化、市场化、简政放权和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在
此基础上加入了城镇化水平和储蓄水平以求更加全面的来揭示影响区域发展的驱动因
素，其中城镇化水平是用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表示的。表3是全局回归分析（OLS、空间
滞后和空间残差模型）输出结果。表4是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检测的输出结果，表5是运
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的输出结果。

拟合优度表征回归方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AICs和对数似然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衡量观测值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统计表明，用空间回归方法要明显优于传统的非空间
回归方法。比如，对于 OLS 模型回归来说，1996 和 2010 年的 AICs 分别是 89.781 和
86.564 （表 3），然而对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其AICs分别降到了 54.253和 24.472 （表
5）。另外，分析结果表明，在回归分析中，如果考虑到潜在的空间因素，可以明显增加
模型的实用性。同时从AICs的观测值来看，即使考虑到回归自由度的降低，局部空间回
归（地理加权回归）还是明显优于全局回归（OLS, 空间滞后和空间残差模型）。对于全
局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拉格朗日检验值表明空间滞后回归模型优于空间残差模型。所以
本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空间滞后回归（全局）和地理加权回归（局部）两方
面。从地理加权回归的非平稳性检测结果来看：1996年，显著性较高的通过检验的驱动
因素有全球化（p = 0.00）、市场化（p = 0.05）和简政放权（p = 0.01），同时显著性较低
的因素为投资水平（0.153）、城镇化（0.435）和储蓄水平（0.546）；从2010年来看，显
著性较高的只有全球化和市场化，其余4个驱动因素的显著性相对较低。

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全局回归分析还是在局部回归分析中，最重要的单体发展
因素是全球化和简政放权（表 3、表 4和表 5）。实际上，作为显示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
标，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在21世纪初加入WTO以后，外商直接投资（FDI）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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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96年与2010年的全局回归分析结果
Tab. 3 Results of overall regression analyses in 1996 and 2010

OLS 模型

1996

(截距)

全球化

市场化

简政放权

投资水平

城镇化

储蓄水平
1996——Adjusted R2：0.7416，F统计：41.5576，p值：2.53632e-11
2010——Adjusted R2：0.8216，F统计：53.4372，p值：3.76843e-12

空间残差模型

(截距)

全球化

市场化

简政放权

投资水平

城镇化

储蓄水平
1996——Lambda：0.7424532，拉格朗日乘数检验：18.372，p值：0.000763，似然估计：66.893746(残差模型)，
AIC：77.678 (OLS:89.781)，拉格朗日乘数检验：5.5314，p值:0.0967
2010——Lambda：0.7722286，拉格朗日乘数检验：24.864，p值：0.0000456，似然估计：98.551733(残差模型)，
AIC：61.657 (OLS:86.564)，拉格朗日乘数检验：7.1662，p值：0.1058

空间滞后模型

(截距)

全球化

市场化

简政放权

投资水平

城镇化

储蓄水平

1996——Rho：0.6248，拉格朗日乘数检验：33.679，p值：0.000831，似然估计：89.2768(空间滞后模型)，AICs：
62.431(OLS:89.781)，拉格朗日乘数检验：28.799，p值：0.000001564
2010——Rho：0.5436,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35.672，p值：0.0001450，似然估计：100.534(空间滞后模型)，AICs：
56.468(OLS:86.564)，拉格朗日乘数检验：31.644，p值：0.0003241

系数

3.453e-02

6.654e-01

4.145e-01

7.567e-01

4.473e-01

1.214e-01

2.231e-01

4.241e-02

5.876e-02

7.286e-01

7.743e-01

1.659e-01

2.468e-01

-6.309e-01

2.865e-02

6.234e-02

4.176e-01

4.982e-01

3.962e-01

1.302e-01

3.331e-01

2.513e-02

1.781e-01

2.456e-01

3.243e-01

1.675e-01

3.167e-02

1.536e-01

标准差

2.324e-02

1.647e-01

3.368e-01

1.643e-01

2.874e-01

3.871e-02

2.648e-01

1.647e-02

1.206e-01

2.813e-01

2.173e-01

1.123e-01

4.002e-02

1.694e-01

1.765

1.013

2.842

2.687

1.021

2.242

3.146

t/z值

1.235

1.546

2.683

0.321

4.124

3.543

3.678

2.618

0.7065

3.904

3.84213

0.7963

3.5742

-3.2618

P值 (>|t|)

5.914e-03

4.016e-01

1.402e-03

3.467e-01

1.576e-03

3.265e-04

1.863e-03

3.104e-03

6.471e-01

5.023e-04

5.275e-04

4.874e-01

1.926e-04

2.214e-04

4.254e-02

6.001e-01

3.354e-02

2.902e-02

3.321e-01

1.345e-04

2.123e-04

2010

系数

4.466e-02

8.769e-01

5.078e-01

4.080e-01

6.621e-01

1.508e-01

2.975e-01

4.387e-02

6.09e-02

8.287e-01

7.147e-01

8.590e-02

1.468e-01

-7.39e-01

3.269e-02

7.582e-01

5.640e-01

4.886e-01

4.903e-01

1.470e-01

3.230e-01

标准差

1.609e-02

1.243e-01

2.494e-01

1.181e-01

2.167e-01

4.078e-02

2.083e-01

1.503e-02

1.192e-01

2.377e-01

2.076e-01

1.108e-01

3.908e-02

1.969e-01

1.639e-02

1.160e-01

2.620e-01

2.120e-01

1.110e-01

3.800e-02

1.970e-01

t/z值

2.774

0.464

3.238

0.679

3.054

3.697

3.348

2.917

0.5038

3.4856

3.44286

0.77512

3.756601

-3.712067

1.994

0.648

2.154

2.298

0.803

3.812

3.659

P值(>|t|)

6.779e-03

6.437e-01

1.707e-03

4.987e-01

2.999e-03

3.829e-04

1.206e-03

3.525e-03

0.6143794

0.0004911

0.0005757

0.4382686

0.0001723

0.0002056

4.614e-02

5.160e-01

3.100e-02

2.100e-02

4.210e-01

1.377e-04

2.542e-04

表4 1996年与2010年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非平稳性检测结果
Tab. 4 Results of non-stationary test of GWR model in 1996 and 2010

GWR模型的非平稳性检测, 1996

F统计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p值

GWR模型的非平稳性检测, 2010

F统计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p值

截距

12.647

16.532

66.091

0.000

25.324

22.578

58.234

0.000

全球化

1.534

12.785

66.091

0.000

2.628

9.583

58.234

0.005

市场化

3.453

15.864

66.091

0.005

1.986

5.585

58.234

0.100

简政放权

1.504

20.547

66.091

0.001

2.593

9.041

58.234

0.261

投资水平

0.789

11.632

66.091

0.153

3.024

7.645

58.234

0.104

城镇化

0.942

16.275

66.091

0.435

4.165

5.465

58.234

0.542

储蓄水平

1.897

24.675

66.091

0.546

0.541

18.927

58.234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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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广东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广东的经济发展也受到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影响，FDI在广
东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实际上FDI进入广东的区际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
珠三角地区基本涵盖了 90%的FDI，而珠三角外围只占了 10%，这种分布造成了珠三角
与其外围的差异，同时FDI带有很明显的政策和地理驱动性，并且具有路径依赖性，在
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加深了发展条件的不平衡性[35]。简政放权的分析结果和全球化的结
果是一致的，在全局（表3）和局部（表5）回归分析中，都显示了其重要性。该结果的
原因是，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东南沿海各省的发展都受到了简政放权和地方财政体
制改革的影响。地方政府可以更加自由的决定其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随着财政能力的
加强，地方政府可以加强地方基层设施建设来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可以制定各
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但是，这同时也导致了区域发展中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局
面，造成了连锁反应和发展路径依赖。同时，由于简政分权的影响，地方政府将更加依
赖地方财政收入，从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来保护地方企业或地方经济的发
展，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区域均衡的协调发展[35, 41]。所以简政放权具有两方面的影
响，一是经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加深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他年份的数据
回归分析表明简政放权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显著[35, 41]。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对广东的区域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在回归分析中它也占很重要
的地位（表5）。虽然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
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存在不平衡性，并且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35]。有意思的是，在珠三角外围地区，模型显示了一定负相关性。
这也和珠三角外围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外商投资具有一定的关系，缺乏明显的政府干预[35]。
相反的是珠三角地区具有很强的政府干预能力。对其他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回归分
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正在由强变弱，表明县域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的依赖性正
逐步变弱。相比于全球化和简政分权，市场化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弱了，这可能是因为广
东的社会市场改革要比其他省份早有关[35]。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私有企业发展很快，
而且它在广东的分布要比外资投资企业均衡的多。非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在1996和2010
年模型检验中都显示了一定的作用（表3、表5），这可能和产业结构及地方政府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关。所以，非国有经济或私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由FDI导
致的不平衡发展，进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第三，城镇化水平和广东的区域发展之间也具有相关性，系数是0.0014864（表5），
显著性较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城镇整体发展速度的快慢。城镇化

表5 1996年与2010年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结果
Tab. 5 Results of estimation of GWR model in 1996 and 2010

非平稳性模型

1996

全球化

市场化

简政放权

投资水平

城镇化

储蓄水平

1996—GWR 模型AICs：54.253 (空间滞后模型：62.431，OLS模型：89.781)

2010—GWR 模型AICs：24.472 (空间滞后模型：56.468，OLS模型：86.564)

系数

0.0053217

0.0013004

0.0051657

0.0039412

0.0014864

0.0027542

标准差

0.0107864

0.0005876

0.0041095

0.0008543

0.0002876

0.0005233

t/z值

0.886

2.378

4.322

3.578

5.629

4.714

P值 (>|t|)

0.0345

0.0146

0.0237

0.0201

0.5346

0.8265

2010

系数

0.007435

0.003142

0.005634

0.004297

0.002657

0.002988

标准差

0.2068423

0.0009826

0.0167452

0.0006754

0.0002384

0.0001678

t/z值

0.569

1.133

1.254

0.679

0.924

0.832

P值(>|t|)

0.741

0.258

0.692

0.347

0.189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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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情况，限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广东的整体
城镇化水平并不高[36]。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广东省城镇化的速度和水平在不同地
域的状况大不相同，大体分为3个部分：珠三角地区（很高）、粤东和粤西（具有一定的
基础）和粤北（基础很差）。基于不同水平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广东区域发展
不平衡性的加深。对其他年份的城镇化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的影响经历了倒

“U”的变化格局[35]。由于中国居民的储蓄习惯不同于西方国家，居民往往为了防范危机
将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收入存入银行。居民储蓄往往为银行贷款提供了可靠来源，而贷款
又为同企业经营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居民的储蓄水平预期将对经济发展形
成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年份的储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储蓄的影响也经历了倒

“U”性的变化格局。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采用尺度方差模型，在3个尺度（县级、市级和区级）的基础上得出县级
尺度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贡献份额最大，因此，最适宜在该尺度分析溢出效应和驱
动因素。同时核密度估计分析表明，1990-2010年县域人均GDP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
2000-2010年相比于1990-2000年人均GDP差距幅度更大，空间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基于
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的空间动态分析过程发现，广东省存在“区域趋同”现
象，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然而溢出过程在空间上不独立，县域类型转移显著受到区域背
景的制约，一个县域若以富裕地区为邻，其向上转移的概率会增加，而向下转移的概率
则降低，当以落后地区为邻时，情况正好相反。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运用多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分析影响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因
素的研究表明，全球化、简政放权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及空间溢
出效应产生的三个核心驱动因素；市场化、城镇化水平和储蓄水平是辅助驱动因素。同
时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寻求区域间合作，实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
济增长是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在全球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为加强区域间相
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应建立较为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秩序。

基于GIS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空间马尔科夫链是分析和理解广东省区域空间
溢出效应时空动态变化的有效方法之一，该分析强调时空动态变化，加强了时间序列及
前后年份紧密关联的现实基础分析，同时强调了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区域周围环境对区域
本身发展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和加强区域合作提供较为科学的理
论支撑[35, 41]；地理加权回归是研究区域发展驱动因素的重要方法之一，该分析强调区位
空间属性的重要性，同时突出了经济因素的空间关联性，为传统偏重经济综合研究加入
了区位位置影响的重要分析[41]，实证研究结果能较好切合广东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结
论能为广东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该分析框架在强调新方法运用的同时还注重
区域合作的动力空间及其相互关联，旨在通过发现区域间的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协调区
域均衡发展和加强区域交流合作提供一定的路径支撑，同时该研究体系还可以为国内其
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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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s
not isolated in geographical space. Economic growth relies 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hows the form of regional and loc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open economic system, regions struggle for more
benefits through adjusting local development policies. Propelled by the new 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s a trend of much
more profou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y analyzing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0. Located in South China, Guangdong has witnessed drama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tarted, and has become the largest economic region in China.
However, behind its economic success, it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unbalanced
growth and intensified social injustice. Generally, Guangdon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namely, the Pearl River Delta, eastern Guangdong, western Guangdong and northern
Guangdong, among them,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veloped much better and faster. This is
because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ttracted more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human resources
with better natural resources,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As a result,
increasin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differences threatens national un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to
some extent. Hence, regional disparity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in Guangdong's
geograph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is paper, the scale
variance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showed th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mad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among the three scales of county, municipality and region.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GDP per capita at county
level from 1990 to 2010. Moreover, the inequality in 2000-2010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1990-
2000. The spatial Markov chai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did exis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level, which means, if a county is adjacent to a richer county,
its economy has a relatively high possibility to increase, and vice versa. The spatial lag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glob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investments we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Guangdong'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marke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savings were the secondary
driving forces for increasing the regional inequality.
Keywords: scale varianc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spatial Markov
chain;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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